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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职业噪声暴露人员负性情绪的影响路径，首先以 ５ 家典型制造业中 ４９３ 名高噪

声暴露男职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职业卫生调查、噪声测定及心理量表收集数据；然后采用最小绝对

收缩和选择算子（ＬＡＳＳＯ）回归筛选出年龄、累积噪声暴露（ＣＮＥ）、婚姻状况等 ９ 个关键变量，并据

此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 结果显示，男职工负性情绪检出率为 ５􀆰 ７％，平均噪声暴露水平为

９１􀆰 ５ ｄＢ（Ａ）；模型识别出多条影响路径，其概率分布存在年龄差异：＜３０ 岁组以“年龄→婚姻状况→
负性情绪”为主（１６􀆰 ４％），３０～３９ 岁组以“年龄→负性情绪”为主（３０􀆰 ６％），而≥４０ 岁组则以“年龄

→ＣＮＥ→负性情绪”为主（２１􀆰 ５％～２９􀆰 ４％），且高 ＣＮＥ 组负性情绪发生概率普遍高于中暴露组。 研

究表明：高噪声暴露下男职工的负性情绪产生受年龄、ＣＮＥ、吸烟、饮酒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交互影响，
贝叶斯网络能有效揭示其复杂路径关系。
【关键词】 　 贝叶斯网络；　 男职工；　 高噪声暴露；　 负性情绪；　 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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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劳动者长期暴露于高噪声环境，不仅可导致听

觉系统损伤，还可能引发认知功能下降等一系列身

心健康问题［１－２］。 近年来，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日益

受到关注，特别是高噪声暴露中的职工，负性情绪发

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职业健

康议题［３－４］。 负性情绪既是噪声暴露直接的心理健

康结局，也可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他躯体健康结果，
进而降低工作效率、加剧职业倦怠，最终损害劳动者

的整体职业生命质量［５］。 因此，系统揭示负性情绪

影响因素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对推动职业噪声暴露

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职业性噪声危害的研究多集

中于听力损失等躯体健康领域，对心理健康领域的

探究仍较为有限。 且现有研究多采用线性回归或逻

辑回归等传统统计方法，难以充分揭示多因素间的

交互影响与中介路径，导致对负性情绪产生机制的

系统性分析不足，也限制了对风险缓解效应的量化

评估［５－７］。 而贝叶斯网络作为一种基于概率图模型

的分析方法，在处理不确定性、多变量非线性关系及

动态数据更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已在工程学领域

展现出对复杂路径推断的有效性［８－１１］。 然而，该模

型在职业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鉴于此，笔者将以 ５ 家典型制造企业中的高噪

声暴露男职工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

型，研究噪声暴露影响负性情绪的多重路径及其网

络关系，揭示影响负性情绪产生的关键因素，并量化

其路径效应，为提高职业噪声暴露人群适宜性心理

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１　 男职工负性情绪路径研究设计

１􀆰 １　 高噪声暴露男职工研究人群的确定

　 　 采用多阶段抽样，先随机抽取 ５ 家典型中型制

造企业，将岗位噪声等效 Ａ 声级≥８５ ｄＢ（Ａ）的职工

整群纳入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工龄≥１ 年，年龄

在 １６ ～ ６０ 岁之间，岗位噪声暴露资料准确，具有噪

声职业健康检查资料者。 排除标准：有头部或耳部

受伤史、化脓性中耳炎、鼓膜穿孔等病史的，岗位噪

声暴露资料不全者，职业健康检查资料未包括噪声

危害，不配合信息调查者。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制造

企业中，高噪声暴露岗位因行业用工特点，实际仅有

男性职工任职。 因此，研究样本仅包含男性职工，最
终纳入 ４９３ 名男职工作为研究对象。

１􀆰 ２　 噪声暴露评估与心理健康测定

　 　 １） 基本信息调查。 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所有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学信息（年龄、文化

程度、婚姻状况等）、职业特征（工种、接噪工龄等）、
生活行为方式（吸烟习惯、饮酒习惯）、听力情况、耳
毒性药物使用史、先天性耳聋家族病史。

２） 噪声暴露强度测量与评估。 按照《工作场所

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８ 部分：噪声》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８—
２００７）的要求，对研究对象所在岗位的等效声级进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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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定，参照个体累积噪声暴露（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ＮＥ）进行剂量评估，ＣＮＥ 估算公式如下：

Ｄ ＝ １０ｌｇ（∑
ｎ

ｉ ＝ １
Ｔｉ１０

０． １（ＬＥＸ，８ｈ）） （１）

式中：Ｄ 为 ＣＮＥ，ｄＢ（Ａ）·ｄ；ＬＥＸ，８ ｈ 为岗位 ｉ 的等效

噪声声级，ｄＢ（Ａ）；Ｔｉ 为岗位 ｉ 的接触时间，ｄ；ｎ 为

总岗位数。 根据计算结果，将 ＣＮＥ 划分为中暴露组

和高暴露组［１２］。
３） 噪声敏感性测量。 采用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噪声敏感

性量表简版［１３］，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噪声主观敏感

性测量，该简版量表有 ６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５ 点

Ｌｉｋｅｒｔ 计分，其答案与计分分别为“完全同意＝ １ 分”
“有时＝ ２ 分”“经常＝ ３ 分”“持续＝ ４ 分”“完全不同

意＝ ５ 分”。 各条目得分相加总分即为主观噪声敏

感性得分，分值越高，代表噪声主观敏感性越高。 敏

感程度分级：主观敏感性总分＜２０ 分，低敏感；２０ ～
２５ 分，中度敏感；≥２６ 分，高敏感。

４） 负性情绪测定。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１４］ 和抑

郁自评量表［１５］ 进行负性情绪测量症状测定。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均有 ２０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 ４ 分类问题，
其答案与计分分别为“从无 ＝ １ 分” “有时 ＝ ２ 分”
“经常＝ ３ 分”“持续 ＝ ４ 分”。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的标准分

＝总得分×１􀆰 ２５ 后取整数部分，标准分越高代表焦

虑抑郁症状越重。 负性情绪判定标准：ＳＡＳ 标准分

≥５０ 或 ＳＤＳ 标准分≥５３。 测定由专业培训后调查

员完成，并获得职工知情同意。

１􀆰 ３　 负性情绪产生路径模型构建

　 　 构建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的路径模型，首先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中完成数据整理、分析，并采用双人独立

录入、交叉核对及逻辑校验方式进行质量控制。 然

后针对分类变量与定量资料，分别采用常规描述性

分析与统计检验进行比较。
在变量筛选阶段，应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

子（Ｌｅａｓ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ＬＡＳＳＯ） 回归识别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并通过

１０ 折交叉验证确定最优 λ 值以控制模型过拟合。
基于 ＬＡＳＳＯ 筛选出的变量，进一步构建贝叶斯网络

模型。 模型结构学习采用最大最小爬山算法，并依

据专业认识设置黑白名单以约束不合理路径；参数

学习则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计算各节点的条件

概率。
最后，利用 ＮｅＧＩｅ ４􀆰 １ 软件实现贝叶斯网络的

可视化，并计算路径概率。 上述所有统计方法均取

α＝ ０􀆰 ０５ 为检验水准。

２　 男职工负性情绪路径分析

２􀆰 １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与负性情绪分布

　 　 ４９３ 名男职工平均年龄 ４０（±１１􀆰 ２６）岁，平均接

噪工龄 １５􀆰 ５（±１１􀆰 ９４）年，个体平均暴露噪声强度为

９１􀆰 ５（±３􀆰 ７５） ｄＢ（Ａ），共有 ２８（占 ５􀆰 ７％）名职工存

在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情况在噪声暴露组间和先天

性耳聋家族史间不同，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有 Ｐ＜０􀆰 ０５），其中负性情绪发生率最高集中在高暴

露组（６４􀆰 ３％）和无先天性耳聋家族史组（８５􀆰 ７％）。
其他变量组间负性情绪发生基本一致 （均有 Ｐ ＞
０􀆰 ０５），见表 １。

表 １　 高噪声暴露男职工基本信息与负性情绪发生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变量∗ 合计 ／人 占比 ／ ％
负性情绪

无 ／人 占比 ／ ％ 有 ／人 占比 ／ ％
Ｐ 值

年龄 ／岁

＜３０ １８６ ３７􀆰 ７ １７６ ３７􀆰 ８ １０ ３５􀆰 ７
３０～３９ ５８ １１􀆰 ８ ５４ １１􀆰 ６ ４ １４􀆰 ３
４０～４９ １７８ ３６􀆰 １ １６７ ３５􀆰 ９ １１ ３９􀆰 ３
≥５０ ７１ １４􀆰 ４ ６８ １４􀆰 ６ ３ １０􀆰 ７

０􀆰 ８９８

工种

铆工 ３７９ ７６􀆰 ９ ３５３ ７５􀆰 ９ ２６ ９２􀆰 ９
钳工 ２６ ５􀆰 ３ ２６ ５􀆰 ６ ０ ０􀆰 ０

钣金工 ６２ １２􀆰 ６ ６０ １２􀆰 ９ ２ ７􀆰 １
其他工种 ２６ ５􀆰 ３ ２６ ５􀆰 ６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６

ＣＮＥ
中暴露组 ２７７ ５６􀆰 ２ ２６７ ５７􀆰 ４ １０ ３５􀆰 ７
高暴露组 ２１６ ４３􀆰 ８ １９８ ４２􀆰 ６ １８ ６４􀆰 ３

０􀆰 ０４０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下 １６４ ３３􀆰 ３ １５４ ３３􀆰 １ １０ ３５􀆰 ７
大专 ２８６ ５８􀆰 ０ ２７４ ５８􀆰 ９ １２ ４２􀆰 ９
本科 ２９ ５􀆰 ９ ２５ ５􀆰 ４ ４ １４􀆰 ３

０􀆰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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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合计 ／人 占比 ／ ％
负性情绪

无 ／人 占比 ／ ％ 有 ／人 占比 ／ ％
Ｐ 值

婚姻状况

单身未婚 １４６ ２９􀆰 ６ １３６ ２９􀆰 ２ １０ ３５􀆰 ７
已婚（含再婚） ３２９ ６６􀆰 ７ ３１２ ６７􀆰 １ １７ ６０􀆰 ７
离异或丧偶 １０ ２􀆰 ０ ９ １􀆰 ９ １ ３􀆰 ６

０􀆰 ５６８

吸烟习惯

从不吸烟 １９２ ３８􀆰 ９ １８０ ３８􀆰 ７ １２ ４２􀆰 ９
已戒烟 ３２ ６􀆰 ５ ３１ ６􀆰 ７ １ ３􀆰 ６

偶尔吸烟 ５５ １１􀆰 ２ ５０ １０􀆰 ８ ５ １７􀆰 ９
每天吸烟 ２１４ ４３􀆰 ４ ２０４ ４３􀆰 ９ １０ ３５􀆰 ７

０􀆰 ５５４

饮酒习惯

从不饮酒 １０７ ２１􀆰 ７ １０３ ２２􀆰 ２ ４ １４􀆰 ３
已戒酒 １７ ３􀆰 ４ １７ ３􀆰 ７ ０ ０􀆰 ０

偶尔饮酒 ３２７ ６６􀆰 ３ ３０８ ６６􀆰 ２ １９ ６７􀆰 ９
每天饮酒 ３５ ７􀆰 １ ３１ ６􀆰 ７ ４ １４􀆰 ３

０􀆰 ２３９

听力异常
是 ２１０ ４２􀆰 ６ １９６ ４２􀆰 ２ １４ ５０􀆰 ０
否 ２８３ ５７􀆰 ４ ２６９ ５７􀆰 ８ １４ ５０􀆰 ０

０􀆰 ５３６

服用耳毒性药物

是 ２０７ ４２􀆰 ０ １９２ ４１􀆰 ３ １５ ５３􀆰 ６
否 ３２ ６􀆰 ５ ２９ ６􀆰 ２ ３ １０􀆰 ７

不清楚 ２４７ ５０􀆰 １ ２３８ ５１􀆰 ２ ９ ３２􀆰 １
０􀆰 ０９７

先天性耳聋家族史

有 ４ ０􀆰 ８ ３ ０􀆰 ６ １ ３􀆰 ６
无 ４７０ ９５􀆰 ３ ４４６ ９５􀆰 ９ ２４ ８５􀆰 ７

不清楚 １９ ３􀆰 ９ １６ ３􀆰 ４ ３ １０􀆰 ７
０􀆰 ０４７

噪声敏感性

低敏感 ４４ ８􀆰 ９ ４３ ９􀆰 ２ １ ３􀆰 ６
中度敏感 １７７ ３５􀆰 ９ １６８ ３６􀆰 １ ９ ３２􀆰 １
高敏感 ２７２ ５５􀆰 ２ ２５４ ５４􀆰 ６ １８ ６４􀆰 ３

０􀆰 ５８４

　 　 注：∗仅展示可作为分类变量或已分组进行描述的基本信息。 “个体噪声暴露”和“接噪工龄”为定量资料，其分布已在文
中描述，未列入此表。

２􀆰 ２　 ＬＡＳＳＯ 回归筛选的关键变量

　 　 采用 ＬＡＳＳＯ 回归筛选负性情绪的关键影响因

素，将收集到的 １３ 个潜在影响因素纳入 ＬＡＳＳＯ 回

归进行筛选，随着正则化参数 ｌｎλ 增大，各变量的回

　 　 　 　 　 　

归系数逐渐压缩至 ０。 根据 λｍｉｎ 准则与交叉验证

结果（λ＝ ０􀆰 ００５，即 ｌｎλ ＝ －５􀆰 ４２８），最终筛选出 ９ 个

回归系数非 ０ 的变量，即年龄、工种、ＣＮＥ、婚姻状

况、吸烟习惯、饮酒习惯、服用耳毒性药物、先天性耳

聋家族史和噪声敏感性，如图 １ 和表 ２ 所示。

图 １　 基于 ＬＡＳＳＯ 回归的负性情绪影响因素筛选过程

Ｆｉｇ．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ＳＳ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 ３　 负性情绪产生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构建

　 　 基于筛选出的影响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
如图 ２ 显示，该网络模型由 １０ 个节点及 １８ 条有向

边构成，依据模型各节点的先验概率和因素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发现年龄、婚姻状况、吸烟习惯、饮酒习

惯、噪声敏感性、ＣＮＥ 是负性情绪产生的父节点，工
种、先天性耳聋家族史和服用耳毒性药物与负性情

绪产生存在间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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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负性情绪产生影响因素 ＬＡＳＳＯ 回归筛选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ＳＳ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变量 回归系数
年龄 －０􀆰 ０６７
工种 －０􀆰 ４１８

个体噪声暴露 ０􀆰 ０００
接噪工龄 ０􀆰 ０００

ＣＮＥ ０􀆰 ８４５
文化程度 ０􀆰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２８４
吸烟习惯 －０􀆰 ０８２
饮酒习惯 ０􀆰 ２８９
听力异常 ０􀆰 ０００

服用耳毒性药物 －０􀆰 ３２４
先天性耳聋家族史 ０􀆰 ６８８

噪声敏感性 ０􀆰 ２０９

２􀆰 ４　 负性情绪产生的路径分析

　 　 负性情绪产生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包含 ２０ 条路

径，这些路径分别以年龄、吸烟习惯、饮酒习惯、ＣＮＥ
等为根节点，详见表 ３—表 ６。 将路径上的中介变量

设为最大频率类别，比较根节点不同类别下负性情

绪产生的概率，路径概率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特征人

群的主导影响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以年龄为根节点

的路径数量最多，且各年龄组的主要路径不同：
＜３０ 岁组以“年龄→婚姻状况→负性情绪”为主，发
生概率为 １６􀆰 ４％；３０ ～ ３９ 岁组以直接路径“年龄→
负性情绪”为主，概率为 ３０􀆰 ６％；４０～４９ 岁与≥５０ 岁

组则均以“年龄→ＣＮＥ→负性情绪”为主，概率分别

为 ２１􀆰 ５％与 ２９􀆰 ４％。

图 ２　 负性情绪产生的有向无环图和先验概率

Ｆｉｇ． ２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在生活行为方式相关路径中，已戒烟组通过

“吸烟习惯→负性情绪”路径的发生概率最高，为
３５􀆰 ０％，而已戒酒组通过“饮酒习惯→负性情绪”路
径的发生概率最为显著，达 ３９􀆰 ９％。

其他关键路径分析表明：“婚姻状况→负性情

绪” 路径中， 离异或丧偶状态的发生概率最高

（４５􀆰 ６％）；“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路径中，低敏

感人群的发生概率为 ２９􀆰 ０％；以 ＣＮＥ 为根节点的路

径中，高暴露组负性情绪发生概率均高于中暴露组

（直接路径：２１􀆰 ８％ ｖｓ． １８􀆰 ０％；经噪声敏感性中介

路径：１９􀆰 ０％ ｖｓ． １６􀆰 ９％）。 此外，在服用耳毒性药

物与先天性耳聋家族史为根节点的所有路径中，非
暴露组（无药物史 ／无家族史）的负性情绪发生概率

最高，分别为 １８􀆰 ４％与 １７􀆰 ９％。
表 ３　 年龄为根节点的负性情绪产生路径概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ｇ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ｅ ％

路径
年龄组 ／岁

＜３０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
年龄→负性情绪 １５􀆰 ８ ３０􀆰 ６ １８􀆰 ３ ２３􀆰 ８

年龄→婚姻状况→负性情绪 １６􀆰 ４ ２８􀆰 ２ １６􀆰 ５ ２２􀆰 ６
年龄→饮酒习惯→负性情绪 １３􀆰 ２ ２６􀆰 ５ １４􀆰 １ １９􀆰 ７
年龄→吸烟习惯→负性情绪 １３􀆰 ３ ２４􀆰 ７ １３􀆰 １ ２０􀆰 ２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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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路径
年龄组 ／岁

＜３０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
年龄→吸烟习惯→饮酒习惯→负性情绪 １２􀆰 ２ ２１􀆰 ７ ８􀆰 ６ １７􀆰 ７

年龄→服用耳毒性药物→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５􀆰 ５ ２５􀆰 ２ １６􀆰 ０ ２２􀆰 ０
年龄→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５􀆰 ５ ２５􀆰 ２ １６􀆰 ０ ２２􀆰 ０

年龄→ＣＮＥ→负性情绪 １４􀆰 ３ ２５􀆰 ０ ２１􀆰 ５ ２９􀆰 ４
年龄→ＣＮＥ→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４􀆰 ４ １８􀆰 ５ １９􀆰 ８ ２７􀆰 ６

表 ４　 吸烟、饮酒和工种根节点的负性情绪产生路径概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ａ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ｂ ｔｙｐｅ ａｓ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ｅｓ ％

路径
组别∗

类别 １ 类别 ２ 类别 ３ 类别 ４
吸烟习惯→负性情绪 １８􀆰 ６ ３５􀆰 ０ ２６􀆰 ６ １６􀆰 ３

吸烟习惯→饮酒习惯→负性情绪 １４􀆰 ８ ３０􀆰 １ ２１􀆰 ２ １３􀆰 ５
饮酒习惯→负性情绪 ２２􀆰 ８ ３９􀆰 ９ １５􀆰 ９ ３１􀆰 ５
工种→ＣＮＥ→负性情绪 １７􀆰 ５ １９􀆰 ８ １９􀆰 ３ １９􀆰 ４

　 　 注：∗表示吸烟习惯为根节点的路径中 ４ 类别依次是从不吸烟、已戒烟、偶尔吸烟和每天吸烟；饮酒习惯为根节点的路径
中 ４ 类别依次是从不饮酒、已戒酒、偶尔饮酒和每天饮酒；工种为根节点的路径中 ４ 类别依次铆工、钳工、钣金工和其他工种。

表 ５　 婚姻、耳毒性药物、耳聋家族史和噪声敏感性根节点的负性情绪产生路径概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ａ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ｔｏｔｏｘ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ｅｓ ％

路径
组别∗

类别 １ 类别 ２ 类别 ３
婚姻状况→负性情绪 １８􀆰 ０ １９􀆰 ４ ４５􀆰 ６

服用耳毒性药物→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８􀆰 ０ １８􀆰 ４ １７􀆰 ６
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２９􀆰 ０ １９􀆰 ５ １７􀆰 ９

先天性耳聋家族史→服用耳聋性药物→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６􀆰 ４ １７􀆰 ６ １７􀆰 ４
先天性耳聋家族史→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６􀆰 ９ １７􀆰 ９ １７􀆰 ８

　 　 注：∗表示婚姻状况为根节点的路径中 ３ 类别依次是单身未婚、已婚（含再婚）、离异或丧偶；服用耳毒性药物为根节点的
路径中 ３ 类别依次为是、否和不清楚；噪声敏感性为根节点的路径中 ３ 类别依次是低度敏感性、中度敏感性和高度敏感性；先
天性耳聋家族史为根节点的路径中 ３ 类别依次是有、无和不清楚。

表 ６　 ＣＮＥ 为根节点的负性情绪产生路径概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ａｔｈ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ｅ ％

路径
暴露组别

中暴露组 高暴露组

ＣＮＥ→负性情绪 １８􀆰 ０ ２１􀆰 ８
ＣＮＥ→噪声敏感性→负性情绪 １６􀆰 ９ １９􀆰 ０

３　 高噪声暴露与负性情绪产生机制

　 　 长期暴露于高强度噪声的职工产生负性情绪是

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既往调查显示，我国 ４ 省

１８～６０ 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４􀆰 ６％［１６］。 本

文中 ４９３ 名高噪声暴露男职工的负性情绪检出率为

５􀆰 ７％，略高于一般职业人群水平。 考虑到研究对象

均为男性，这一结果提示负性情绪在职业人群中具有

不可忽视的发生率，且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 作

为制造业大国，我国约有 １ ０００ 万劳动者长期暴露于

高强度噪声环境中。 随着工作节奏加快与社会压力

累积，这一人群的负性情绪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１７］。
与传统变量筛选方法（如单因素分析或逐步回

归）相比，ＬＡＳＳＯ 回归通过引入 Ｌ１ 正则化惩罚项，
在统一框架内同步完成变量筛选与参数估计。 该方

法能够自动将冗余变量的系数压缩至 ０，有效克服

多重共线性问题，并通过交叉验证动态优化模型复

杂度， 从 而 在 控 制 过 拟 合 的 同 时 提 升 泛 化 能

力［１８－１９］。 文中负性情绪检出率较低（５􀆰 ７％），传统

回归方法容易出现模型不收敛或参数估计偏倚。
ＬＡＳＳＯ 回归在此类数据稀疏场景中表现出良好适

应性，稳定筛选关键变量［２０］。
通过贝叶斯网络模型，可详细揭示不同因素对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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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的影响路径概率及其年龄分层特征。 研究

发现，不同年龄段高噪声暴露男职工，负性情绪产生

的主要路径存不同。 在＜３０ 岁组中，模型显示“年龄

→婚姻状况→负性情绪”是产生概率最高的路径

（１６􀆰 ４％），显著高于该组其他路径，提示该年龄段

职工的负性情绪更易受婚姻状况影响。 这与该年龄

段职工正处于职业发展与家庭角色建立的双重适应

期，婚姻稳定性相对较低有关。 而在≥５０ 岁组中，
“年龄→ＣＮＥ→负性情绪”路径概率最高（２９􀆰 ４％）；
同时离异或丧偶状态通过“婚姻状况→负性情绪”
路径产生负性情绪的概率高达 ４５􀆰 ６％，远高于其他

婚姻状态。 表明老年职工不仅受长期噪声累积效应

影响显著，而且婚姻状态的改变导致其社会支持网

络断裂更是负性情绪产生的关键风险。 婚姻状态改

变导致的社会支持系统脆弱性，可通过加剧个体情

绪资源耗竭，进而增大噪声暴露的应激效应［２１］。 同

时，处于人际情感需求未满足状态的群体更易诱发

适应不良行为（如现实逃避、情绪调节失控） ［２２］，这
一现象亦可视为婚姻状况影响情绪调节功能的潜在

作用路径。 而 ４０ 岁以上职工负性情绪产生风险主

要源于噪声暴露的长期累积效应，这与长期噪声暴

露持续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系

统，导致皮质醇、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水平升高，进
一步导致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有关［２３］。 可见：干
预高噪声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时，应结合年龄分层下

的关键路径特征实施针对性策略，以提升干预效能。
进一步分析显示，ＣＮＥ 与负性情绪呈正向关

联。 高暴露组通过“ＣＮＥ→负性情绪”直接路径产

生负性情绪的概率 （ ２１􀆰 ８％） 显著高于中暴露组

（１８􀆰 ０％），与杨某等［２４－２５］ 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噪
声敏感性在“累积性噪声暴露→负性情绪”路径中

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这为解释相似噪声暴露水平

的职工人群内负性情绪风险存在个体差异提供了关

键依据。 进一步研究发现，低敏感人群产生负性情

绪的概率最高（２９􀆰 ０％），而高敏感人群的概率相对

较低（１７􀆰 ９％），这与张某等［２６］研究结果相悖。 推测

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敏感性职工更倾向于主动采取

护听器使用、工作节奏调整等防护行为，加之企业职

业健康措施客观上降低了其持续暴露风险，从而缓

解了情绪负向发展的潜在路径。
在探究生理因素对负性情绪的作用路径时，

“听力异常”未被识别为独立影响因素，主要因其效

应被“噪声敏感性”完全中介此外，在 ＬＡＳＳＯ 回归筛

选中，受样本分布、听力防护措施使用以及其与年

龄、噪声暴露程度之间的共线性干扰，听力异常的独

立作用被进一步削弱。 然而，贝叶斯网络揭示了生

理与遗传因素通过“噪声敏感性”这一核心中介变

量影响负性情绪的间接路径。 以服用耳毒性药物作

为根节点的路径表明，该类药物的使用可能通过改

变听觉系统生理反应与主观噪声耐受性，间接提升

负性情绪风险［２７］。 以先天性耳聋家族史为根节点

的路径亦证实，遗传背景相关的听觉生理脆弱性可

通过增强噪声敏感性，进而影响负性情绪发生［２８］。
值得关注的是，未暴露组（无耳毒性药物使用史、无
家族史）的负性情绪发生概率反而较高，结合此前

低噪声敏感性人群负性情绪风险较高的发现，提示

低敏感职工可能因防护行为依从性较低，而企业职

业健康干预措施又在客观上削弱了高敏感人群的实

际暴露，从而部分抵消了其生理基础带来的表观风

险。 这表明，药物使用与家族遗传史通过调节噪声

敏感性间接介导情绪效应，而个体行为与企业防护

共同构成该路径的关键调节因素［２９］。
在行为因素方面，吸烟与饮酒习惯可通过双重

路径影响负性情绪：一方面，尼古丁和酒精的短期镇

静作用可暂时缓解压力和负性情绪［３０］；另一方面，
长期滥用会加剧多巴胺通路交叉敏化，γ－氨基丁

酸 ／谷氨酸双重紊乱，形成代偿性兴奋性增强，戒断

时谷氨酸能系统被过度激活，导致产生戒断综合

征［３１－３２］，致使已戒断职工（特别是已戒酒者）的负性

情绪风险显著升高。 此外，婚姻状态亦显著影响负

性情绪产生，“婚姻状况→负性情绪”路径中，离异

或丧偶状态产生负性情绪的概率（４５􀆰 ６％）远高于

单身未婚（１８􀆰 ０％）和已婚（１９􀆰 ４％）状态，反映出婚

姻关系解体伴随的社会孤立及经济压力等因素可显

著加剧情绪负担［３３］。 综上，职业心理健康作为职业

健康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风险的职业特征明显，未来

工作场所心理健康干预应更聚焦于主要可改变风险

因素，实现差异化、多层级防控策略。

４　 结　 论

　 　 １） 年龄、ＣＮＥ、婚姻状况、噪声敏感性、吸烟与

饮酒习惯是男职工负性情绪产生的关键影响因素，
其作用路径存在显著年龄分层特征。

２） 离异或丧偶、已戒酒、高 ＣＮＥ 等特定状态的男

职工负性情绪风险显著升高，应开展针对性心理疏导。
３） 建议未来研究采用纵向设计进一步验证路

径稳定性，并纳入更多行为心理与社会支持变量，以
完善噪声暴露人群心理健康干预体系。

·１４２·



中 国 安 全 科 学 学 报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３６卷
２０２６年

参 考 文 献

［１］ 　 ＺＨＯＵ Ｊｉｅｎａ， ＳＨＩ Ｚｈｉｈａｏ， ＺＨＯＵ Ｌｉ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２０， １０（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３６ ／ 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２０－０３９５７６．

［２］ 　 丘春琴， 黄展荣， 唐臻臻， 等． 噪声暴露对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Ｊ］ ．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 ４１（１０）：
１ ４１３－１ ４１７．
ＱＩＵ Ｃｈｕｎｑ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ｎｒ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Ｚ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４， ４１（１０）：１ ４１３－１ ４１７．

［３］ 　 刘秀梅， 向定涛， 张阳， 等． 我国职业噪声暴露与心理健康关系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２４， ４０（４）：
５２８－５３１．
ＬＩＵ Ｘｉｕｍｅｉ， ＸＩＡＮＧ Ｄｉｎｇｔ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４， ４０（４）：５２８－５３１．

［４］ 　 梁灿坤， 郝建楸， 陈雅媚． 职业性噪声所致生理和心理无形负担的归因研究［Ｊ］ ． 广东医学， ２０１９， ４０（１３）：
１ ９５２－１ ９５６．
ＬＩＡＮＧ Ｃａｎｋｕｎ， ＨＡＯ Ｊｉａｎｑｉｕ， ＣＨＥＮ Ｙａｍｅｉ．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Ｊ］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 ４０（１３）：１ ９５２－１ ９５６．

［５］ 　 王莉， 黄磊， 马景璇， 等． 接噪工人自感噪声强度与睡眠质量的关系：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Ｊ］ ． 环境与职业医
学， ２０２４， ４１（５）：５１９－５２５．
ＷＡＮＧ Ｌｉ， ＨＵＡＮＧ Ｌｅｉ， ＭＡ Ｊｉｎｇｘ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ｉｓｅ⁃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４，
４１（５）：５１９－５２５．

［６］ 　 杨杰， 刘诚， 兰亚佳， 等． 职业接触噪声工人的听力自我保护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
志， ２０１９， ９（１０）：７７３－７７７．
ＹＡＮＧ Ｊｉｅ，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 ＬＡＮ Ｙａ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ｘｐｏｓ ｕｒ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ｉｓｅ［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２０１９， ９（１０）：７７３－７７７．

［７］ 　 陈小方， 黄磊， 王娟， 等． 接噪工人听力阈值、自觉听力与负性情绪关系的路径分析［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 ２０２３，
４０（６）：６６７－６７２．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ｆ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Ｌｅｉ， Ｗ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ｓｔｅ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ｉｓｅ⁃ｅｘｐｏｓ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３， ４０（６）：６６７－６７２．

［８］ 　 ＡＢＢＡＳＩ Ｍ， ＹＡＺＤＡＮＩＲＡＤ Ｓ， ＺＯＫＡＥＩ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ｎｏｙ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Ｊ］ ． ＢＭＣ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２２， ２１（１）：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１２－ ０２２－
００９４８－５．

［９］ 　 孟光磊， 丛泽林， 宋彬， 等． 贝叶斯网络结构学习综述［Ｊ］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２０２５， ５１（９）：２ ８２９－２ ８４９．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ｌｅｉ， ＣＯＮＧ Ｚｅｌｉｎ， ＳＯＮＧ 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２５， ５１（９）：２ ８２９－２ ８４９．

［１０］ 　 耿增显， 陈俊宇． 基于模糊贝叶斯网络的低空无人机运行风险评估［Ｊ］ ．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２０２４， ３４（８）：
５３－６０．
ＧＥＮＧ Ｚｅｎｇｘｉａｎ， ＣＨＥＮ Ｊｕｎｙｕ．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ｕｚｚ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４， ３４（８）：５３－６０．

［１１］ 　 姜子建， 周荣义， 石云霄， 等．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危化品爆炸事故隐患关联与溯源分析［Ｊ］ ．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２０２４， ３４（６）：１７３－１８０．
ＪＩＡＮＧ Ｚｉｊｉａｎ， ＺＨＯＵ Ｒｏｎｇｙｉ， ＳＨＩ Ｙｕｎ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４， ３４（６）：１７３－１８０．

［１２］ 　 张静， 马景璇， 王永伟， 等． 职业相关的累积噪声暴露评估方法初步探讨及应用［Ｊ］ ． 现代预防医学， ２０２３，
５０（１５）：２ ７２１－２ ７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ＭＡ Ｊｉｎｇｘ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３， ５０（１５）：２ ７２１－２ ７２５．

［１３］ 　 ＡＡＳＶＡＮＧ Ｇ Ｍ， ＭＯＵＭ Ｔ， ＥＮＧＤＡＨＬ Ｂ．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ｎｏｉｓ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１２４（１）：２５７－２６８．

［１４］ 　 王征宇， 迟玉芬．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Ｊ］ ． 上海精神医学， １９８４（２）：７３－７４．
［１５］ 　 王征宇， 迟玉芬．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Ｊ］ ． 上海精神医学， １９８４（２）：７１－７２．
［１６］ 　 吕燕宇， 姜红如， 张兵， 等． 中国四省 １８ ～ ６０ 岁职业人群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

２０２０， ３７（５）：４２７－４３２．

·２４２·



第 ２ 期 段昕昀等：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男职工噪声暴露与负性情绪路径分析

ＬＹＵ Ｙａｎｙｕ， Ｊ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ｒｕ，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ｅｄ １８－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３７（５）：
４２７－４３２．

［１７］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Ｒ］， ２００３．
［１８］ 　 ＤＡＤＡ Ｅ Ｇ， ＢＩＲＭＡ Ａ Ｉ， ＧＯＲＡ Ａ Ａ．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ｄｕｇｕｒｉ， ｂｏｒｎｏ

ｓｔａｔｅ［Ｊ］ ． Ｍｉｋａｉｌａｌｓｙ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２４， ２（２）：４６－７３．
［１９］ 　 奚丽婧， 郭昭艳， 杨雪珂， 等． ＬＡＳＳＯ 及其拓展方法在回归分析变量筛选中的应用［Ｊ］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２３， ５７（１）：１０７－１１１．
ＸＩ Ｌｉｊｉｎｇ， ＧＵＯ Ｚｈａｏｙａｎ，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ｋｅ，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ＳＳ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３， ５７（１）：１０７－１１１．

［２０］ 　 王琦琦， 于石成， 亓晓， 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族回归及其应用［Ｊ］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５３（９）：９５５－９６０．
ＷＡＮＧ Ｑｉｑｉ， ＹＵ Ｓｈｉｃｈｅｎｇ， ＱＩ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５３（９）：９５５－９６０．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ｎｈａｏ， ＬＩ Ｋｅ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ＢＭＣ Ｇｅｒｉａｔｒ， ２０２４， ２４（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８７７－０２４－０４９７５－６．

［２２］ 　 古冰， 邓勇．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研究［Ｊ］ ． 高教学刊， ２０２３， ９（４）：１３４－１３７．
ＧＵ Ｂ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Ｙ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９（４）：１３４－１３７．

［２３］ 　 ＨＡＨＡＤ Ｏ， ＫＵＮＴＩＣ Ｍ， Ａｌ⁃ＫＩＮＤＩ Ｓ， ｅｔ 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５， ３５（１）：１６－２３．

［２４］ 　 杨慧琴， 贺家勇， 段新光， 等． 噪声岗位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与 ＥＡＰ 应对效果评价［Ｊ］ ．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２）：１ ５８３－１ ５８５．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 ＨＥ Ｊｉａｙｏｎｇ， ＤＵＡＮ Ｘｉｎｇ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ｓ 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Ｐ［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２）：１ ５８３－１ ５８５．

［２５］ 　 曾丹， 陈醒觉， 李济超． 噪声和锰接触对职业人群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研究［Ｊ］ ． 中国职业医学，２００８，３５（４）：
３３６－３３７．

［２６］ 　 张磊力， 龙云芳， 杨鲁静， 等． 噪声敏感性与精神卫生状况关系的研究［Ｊ］ ． 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
１ ４８９－１ ４９０．

［２７］ 　 ＨＯＬＭＡＮ Ｊ Ａ， ＡＬＩ Ｙ Ｈ Ｋ， ＮＡＹＬＯＲ Ｇ．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ａｉ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６２（１０）：９７３－９８２．

［２８］ 　 ＣＡＳＰＩ Ａ， ＳＵＧＤＥＮ Ｋ， ＭＯＦＦＩＴＴ Ｔ Ｅ，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５⁃ＨＴＴ ｇｅｎｅ［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３０１（５６３１）：３８６－３８９．

［２９］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 Ｍ Ｔ， ＰＬＡＣＫ Ｃ Ｊ，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Ｃ Ｊ．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ｉｓｙ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１， １８（１５）：ＤＯＩ：１０􀆰 ３３９０ ／ ｉｊｅｒｐｈ１８１５８０２５．

［３０］ 　 ＨＯＬＬＩＤＡＹ Ｅ， ＧＯＵＬＤ Ｔ Ｊ．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ｏｗ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ａｂｕｓｅ［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１６， ６５：１７３－１８４．

［３１］ 　 ＢＬＵＭ Ｋ， ＦＥＢＯ Ｍ， ＢＡＤＧＡＩＹＡＮ Ｒ Ｄ，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ｌｉｍｂｉｃ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ｏ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ｗａｒ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ＲＤＳ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Ｊ ］ ． Ｃｕｒｒ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７， １５（１）：１８４－１９４．

［３２］ 　 ＤＵＲＡＺＺＯ Ｔ Ｃ， ＭＥＹＥＲＨＯＦＦ Ｄ Ｊ．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Ｊ］ ． Ｆｒｏｎｔ Ｂｉｏｓｃｉ， ２００７，１２（１１）：７９－１００．

［３３］ 　 ＨＯＬＴ⁃ＬＵＮＳＴＡＤ Ｊ， ＳＭＩＴＨ Ｔ Ｂ， ＬＡＹＴＯＮ Ｊ 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ＰＬＯ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７（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ｍｅｄ． １０００３１６．

作者简介：　 段昕昀　 （１９９９—），男，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中毒与职
业流行病学。 Ｅ⁃ｍａｉｌ：ｄｕａｎｘｙ０６０９＠ １６３． ｃｏｍ。

·３４２·


